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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劳动供给问题已成为决策者和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对老年劳动

供给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老年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分别梳理和归纳了国外学界有关健

康、养老金和家庭三类因素对老年劳动供给影响的主要研究成果，重点概述了每类影响因素背后的

机制，分析了经济学理论在这一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最后，本文总结了老年劳动供给问题研究

的特点，以及对我国老年劳动供给的深入研究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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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大多数国家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也在不断加速。联合国人口

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２０１９》指出，２０１７年全球人口达到７６亿，其中６５岁以上老年人

口约７亿，占总人口的９％。预计２０５０年全球人口将达到９８亿，其中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

１５亿，占总人口的１６％。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问题更趋突出，它一方面使得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

降，另外一方面也使得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加大。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参与率下降催生了老年劳动供给

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在退休决策的决定因素这一研究主题下发表的学

术论文年均１００篇以上（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我国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梳理和介绍国外学术界关于

退休和老年劳动供给方面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学术界研究老年人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

发和借鉴意义。
关于老年人就业问题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分析。从需求侧来看，消除社会对老年人就

业的陈腐性偏见以及企业对老年人就业歧视的举措都有利于扩大老年劳动需求。从供给侧来看，老
年劳动供给取决于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和能力，而后者又受个人、家庭、经济、社会和制度等因素的影

响。本文将从供给角度，梳理和概括国外学者对老年人退休和就业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① 老

年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很多，既包括年龄、健康、工资、收入与储蓄、教育、家庭等微观因素，也包括社

会保障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因素。根据笔者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发现，健康、养老金和家庭是最重要的

三类因素，研究文献也最为丰富。② 因此，本文主要概括评述关于健康、养老金和家庭因素的主要研

究成果。

一、健康与老年劳动供给

健康状况通常会随着个体年龄的增大而下降，并导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随着年龄的增加，
不健康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与健康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之差更大，直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其差距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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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指出，尽管各国的劳动市场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近几十年来各国的老年人就业具有类似

趋势，可见供给侧因素是最重要的。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Ｆｒｅｎｃｈ　＆Ｔｅｔｌｏｗ（２０１６）在综述退休和老年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时，主要梳理了健康（包括残疾保险

和医疗保险）、工资、养老金和家庭等因素对老年退休和劳动供给的影响。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讨论的退休决定因素包括养老

金、财富与储蓄、健康与健康保险、家庭和劳动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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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Ｆｒｅｎｃｈ，２００５；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７）。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劳动供给的

一个重要因素？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产生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健康测度方法

研究健康与老年劳动供给关系的首要问题是数据库的可得性和健康状况的测度方法。目前，关
于健康与老龄化方面通用的大型数据库包括美国的“健康与退休研究”（ＨＲＳ）、英国的“老龄化跟踪

研究”（ＥＬＳＡ）、欧洲的“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ＳＨＡＲＥ）等，尤其是前两个数据库不仅样本量大，

而且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至今已经开展了多轮跟踪调查。这些数据库都包括了大量且详细的

客观和主观健康数据。

如何测度健康状 况 是 学 者 们 首 先 面 临 的 难 题。通 常 采 用 的 方 法 包 括 客 观 测 度 法 或 客 观 尺 度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Ｂｏｕｎｄ，１９９１）、主观测度法或主观尺度（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Ｂａｎ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和 单 一 指 数 测 度 法（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Ｇｕｓｔｍａｎ　＆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１４；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客观测度法主要根据受访者健康的客观指标，如日常活动能力（走路、爬楼梯等）、是否有诸如抽

烟等某种不良癖好、有无关节炎和心脏病等疾病来测度。这些指标的优点是客观反映了受访者的具

体健康状况，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根据不同的客观指标得出的受访者总体健康状况不同，也不

容易判断这些客观因素对其就业和从事的职业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主观测度法是把健康分为几个等级（如极好、好、一般、差、极差），让受访者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选择其中一项。主观测度法的优点是能够反映受访者的总体健康状况，克服客观测度法的缺点。但

是主观测度法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正当性偏误（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问题，即不工作的人相对于在岗

的工作者倾向于报告较低的健康水平，以便证明他们不工 作 是 正 当 合 理 的。由 于 正 当 性 偏 误 的 存

在，使用主观测度法得到的健康对老年劳动供给影响的估计值偏高（Ｂｕｔ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Ｋｒｅｉｄｅｒ　＆
Ｐｅｐｐｅｒ，２００７）。第二，主观测度法还容易产生报告误差（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因为其通常是类别指标，

分为健康状况极好、好、中、差和极差等几类，当同一个问题被问两次时，受访者给出不同答案的可能

性占一定的比例。例如，Ｃｒｏｓｓｌｅｙ　＆ Ｋｅｎｎｅｄｙ（２００２）在一次调查中发现，当自评健康的同一个问题

被问两次时，２８％的受访者改变了他们报告的健康状况。这么大的报告误差将会带来较大的计量误

差，它可能导 致 健 康 效 应 的 估 计 值 偏 低。为 了 解 决 主 观 尺 度 存 在 的 这 些 问 题，有 些 学 者（Ｓｔｅｒｎ，

１９８９；Ｂｏｕｎｄ，１９９１；Ｄｗｙｅｒ　＆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９）试图用客观尺度作为主观尺度的工具来处理计量误差

和正当性偏误，所得到的健康效应估计值接近使用主观尺度得到的估计值，这意味着计量误差与正

当性偏误大致上相互抵消了。最近，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对使用主观尺度、客观尺度以及使用客观尺

度作为主观尺度的工具三种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当使用ＨＲＳ和ＥＬＳＡ两个数据库中可得的

所有客观指标时，三种方法产生的健康效应估计值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构建综合健康指数来测量老年人健康状况（Ｆｒｅｎｃｈ，２００５；Ｆｒｅｎｃｈ　＆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１；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１４；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１４）运用

ＨＲＳ提供的详细数据，系统地讨论了健康状况的各种指标，把５类健康指标综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综

合的健康模型，然后把该模型嵌入到退休模型中，估计健康状况对退休的影响。他们的估计结果表

明，健康状况对退休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用主观和客观指标所估计的影响程度。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把各种健康指标纳入其中，他们使用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法把多维健康测

度指标综合为一个单一的健康指数，发现使用单一的健康指数与使用主观、客观测度指标得到的结

果相类似。
（二）健康影响老年劳动供给的机制与途径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把健康影响老年劳动供给的机制和途径概括为４个方面：偏好、生产率、寿

命预期和残疾保险。Ｃａｐａｔｉｎａ（２０１５）列出了４种机制和途径：时间偏好、生产率、寿命预期和医疗支

出。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指出，工 作 的 负 效 用、死 亡 率 预 期、医 疗 支 出 等 会 影 响 老 年 劳 动 供 给。本 文 按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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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７）的概括，结合以上其他学者的观点，把健康作用于老年劳动供给的机制和途

径归纳为５个方面：偏好和时间禀赋、生产率、寿命预期、残疾保险与医疗支出。

１．偏好和时间禀赋。劳动者的时间禀赋通常可用于工作与休闲两个部分。首先，从时间偏好

角度来看，对于健康状况差的劳动者，工作给他带来更大的负效用。因此健康状况不佳的劳动者偏

好休闲，相应地倾向于减少工作。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ｅｉｅｒ（２０１４）对此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健康

与休闲或工作负效用成正比，即一个人健康越差，休闲偏好倾向就越高，退休意愿也越强。其次，从

时间成本来看，相对于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来说，健康状况差的人在医疗和保健方面所花的时间更多，

这就相应地减少了他的工作时间。Ｃａｐａｔｉｎａ（２０１５）通过实验发现，消除健康状况差（即把健康状况差

转变为健康状况好）的人，因防病治病而花费的时间成本减少了，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劳动，将会使

得未受过大学教育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增加３．３％，受过大学教育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增加０．９％。

２．生产率。相比健康状况好的老年劳动者，健康状况差的老年劳动者生产效率较低，较低的生

产率带来较低的工资，这就导致劳动者用休闲替代劳动，减少劳动供给。Ｃａｐａｔｉｎａ（２０１５）通过实验发

现，消除健康状况差而引起的生产率提高将导致未受过大学教育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提高７．４％，受过

大学教育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增加２．２％。这表明健康状况通过生产率途径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较

大，尤其是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劳动者来说。

３．寿命预期。健康状况差的老年劳动者预期自己寿命较短。Ｃａｐａｔｉｎａ（２０１５）运用 ＨＲＳ的大样

本数据，按照健康差、一般和良好三种状况对每个年龄段的成年人在下一年度的死亡率进行统计分

析发现，健康状况差的人口组的死亡率远远高于健康状况好的人口组。由于较短的寿命预期，健康

状况差的老年劳动者可能不需要为退休积累更多的储蓄和养老金财富，从而不需要为积累财富工作

那么长时间，进而决定较早领取养老金，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把健康状况差的人存活率提高到健

康状况好的存活率，则会导致未受过大学教育人口组的劳动供给增加０．２％，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组

的劳动供给增加０．６％。这表明，相对于时间禀赋和生产率途径，通过提高预期寿命来增加劳动供给

的作用不是很大。

４．残疾保险。在健康状况差的老年劳动者中，很多人有资格申请企业或政府的残疾福利项目。在

美国获取残疾福利金的人数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截至２０１１年，有８００多万人获得了残疾保险金。而大

多数残疾 保 险 领 取 者 在 获 取 该 项 津 贴 之 后 退 出 了 工 作，构 成 了 退 休 前 非 就 业 人 口 的 重 要 部 分

（Ｋｉｔａｏ，２０１４）。因此残疾保险项目对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的诱惑力。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７）研
究指出，该项目主要通过如下渠道刺激老年劳动者减少劳动供给：首先，这项福利的获取为领取者提

供了比较可观的收入。例如在美国，残疾保险金相当于工作收入的一半，这就使得残疾保险获取者

宁愿在领取残疾保险金之后退出劳动市场，享受更多的休闲。其次，在许多国家，该项目规定了获取

该项福利的最低收入门槛，高于这个门槛收入的人没有资格申领残疾保险金。因此，那些申领残疾

保险金的人因担心收入高于这个门槛而选择不工作。第三，有些疾病如精神疾病很难诊断，因此有

些老年人在申请残疾保险时要等待较长时间，在等待审批期间不得从事有酬工作，这也导致一些人

较早离开工作。学者 们 对 残 疾 保 险 项 目 影 响 老 年 劳 动 供 给 进 行 了 较 多 的 实 证 研 究（Ｂｏｕ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Ｉｓｋｈａｋｏｖ，２０１０；Ｋｉｔａｏ，２０１４；Ｆｒｅｎｃｈ　＆Ｓｏｎｇ，２０１２），大多数研究发现残疾保险制度对老年劳

动供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５．医疗支出。健康状况差的人常常花费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较多。高昂的医疗费给老年劳

动供给带来了正面影响（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７）。首先，高昂的医疗费使得预防性储蓄变得必不可

少，而要增加储蓄就必须要有更高的收入，从而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对此，Ｃａｐａｔｉｎａ（２０１５）实证研

究发现，如果通过健康状况改善把健康状况差的劳动者自付的医疗支出额减少到健康状况好的劳动

者自付的医疗支出额，那么将会使得未受过大学教育人口组的劳动供给减少０．９％，受过大学教育人

口组的劳动供给减少２．２％。其次，高昂的医疗费使得医疗保险变得非常重要。在美国，大多数年龄

在６５岁以下的劳动者由雇主购买集团医疗保险，而６５岁退休之后，由政府提供公共医疗保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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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医疗保险制度下，为了享受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年龄不到６５岁的劳动者不得不坚持为雇主工

作，导致劳动供给在某一年龄节点前很难减少。这导致老年劳动者在正常退休年龄时退休的比例陡

然升高（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１），表明退休年龄与医疗保险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健康影响退休的机制和途径比较多，它们相互作用，而且作用方向有可能相反（如医疗支出

与其他机制的作用方向相反），以至于相互抵消，这就很难把它们影响的重要性在数量上准确分解开

来。因此，关于健康影响退休和劳动供给的研究文献基本上是从某一个或几个机制来考察，很少有

对所有机制同时进行研究的（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７）。所以，关于医疗保险对老年劳动供给影响方

面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医疗保险对老年就业的影响比较小（Ｇｕｓｔ－
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１９９４；Ｂｌａｕ　＆Ｇｉｌｌｅｓｋｉｅ，２００６；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１）；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影响比

较大（Ｒｕｓｔ　＆Ｐｈｅｌａｎ，１９９７）。
（三）健康对老年劳动供给影响研究的主要观点

部分学者认为健康状况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大。Ｄｗｙｅｒ　＆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９）探讨了各种被

观察到的客观和主观健康指标及其对老年男性退休的影响，发现健康问题对老年男性退休计划的影

响比经济因素更强，健康状况差的男性要提早退休１～２年。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ｅｉｅｒ（２０１４）运用主观

和客观健康多种指标来测度健康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状况对退休和就业具有显著

的影响。在６１岁这个年龄上，健康状况好的男性劳动者中有近６０％从事全职工作，健康状况差的只

有１／３从事全职工作，而健康状况极差的只有１０％从事全职工作。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建立了一个

统一模型，把各种健康指标放在一个框架中进行比较。他们利用美国（ＨＲＳ）和英国（ＥＬＳＡ）的数据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的下降能够解释就业下降的３％～１５％，其具体程度还取决于国家、性

别和教育的差别。

但是，也有些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健康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不大。Ｆｒｅｎｃｈ（２００５）根据

ＨＲＳ和ＥＬＳＡ的 数 据 发 现，５５～７０岁 之 间 健 康 状 况 的 下 降 只 能 解 释 劳 动 力 参 与 率 下 降 的７％。

Ｗｉｓｅ（２０１６）使用１２个发达国家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健康状况的下降既

不能解释在较老阶段所发生的就业率急剧下降，也不能解释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发生的老年就

业率稳步下降的状况。Ｈａａｎ　＆Ｐｒｏｗｓｅ（２０１４）对德国的研究也证实了健康状况对就业的影响有限，研
究发现，如果预期寿命提高６．４年，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情况下，４０岁之后的工作时间只增加６个月。

另外，有学者指出，健康状况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

健康状况不仅影响就业，而且就业也可能影响健康状况。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研究指出，劳动者现在

的健康状况可能是由其过去的就业决定的，就业产生收入，从而有能力购买更好的营养和保健资源，

进而导致就业者拥有更健康的身体。近几年有不少文献把健康与老年劳动供给两个因素放在一个

动态的结构模型中去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而不是截面数据进行估计，以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带来的

估计值偏误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健康和就业可能同时都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Ｃａｓ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研

究发现，儿童的健康水平与其家庭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关

系越来越强。因此，如果不考虑健康状况的这种滞后因素，关于健康对劳动供给影响的估计结果就

会偏高。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研究指出，健康对老年人就业影响程度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多，而且数据越来

越丰富，但至今没有得到一个一致性结论，这是因为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数据、制度背景和健康

测度工具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例如，使用结构模型估计的结果与简约模型（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ｍ　ｍｏｄ－
ｅｌ）的估计结果相差比较大，用面板数据得到的估计值与用截面数据得到的估计值也相差较大。

二、养老金与老年劳动供给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发达国家在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而养老金支付缺口越来越大的背

景下，相继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标是增加老年劳动供给。它一方面可以增加国民财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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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会减少养老金支付数额，缓解财政压力（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２）。因此，关于养

老金制度及其改革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方面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
（一）养老金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

养老金影响老年劳动供给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者或退休者的收入来发挥作用的，①这被称为财

务激励（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财务激励机制分为财富效应（ｗ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替代效

应（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和流动性效应（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Ｆｒｅｎｃｈ，２００５；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２）。

１．财富效应。财富效应也被称为收入效应。在财富效应下，收入与劳动供给呈负相关。如 果

劳动者在退休时获得的养老金收入与他们工作时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加上一个市场收益率）在价值

上刚好相等，那么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创造的财富效应就是零，对老年劳动供给没有任何激励。但是

在现实世界中，这两者通常是不相等的。当劳动者获得的养 老 金 收 入 大 于 或 小 于 他 们 所 缴 的 税 款

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就创造出了财富效应（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大多数养老金计划都是现收现付制度，即
从较年轻的劳动者征税来作为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这种制度导致不同的年龄组劳动者所获得的

终生财富不同（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２；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具体地说，由于贴现因素，年老的劳动者从养老

金中所获得的财富净值是正数，而年轻的劳动者获得的财富净值是负数。此外，在同年龄组内，低收

入劳动者所获的养老金收入要高于其所缴纳的税金，从养老金中所获财富净值是正数；而高收入劳

动者相反，所获财富净值是负数。最后，由于有配偶和幸存者福利保障，已婚的单职工家庭所获得的

社会保障收入要比单身职工大，而后者与前者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却是相同的（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Ｆｒｅｎｃｈ
（２００５）的实验结果表明，养老金削减改革将会使得劳动者的消费减少２／３，劳动供给增加１／３，其中

劳动供给的增加主要来自老年劳动者劳动的增加，由于他们处于劳动参与的边际状态，其劳动供给

的弹性比年轻人要高得多。

２．替代效应。在替代效应下，收入与老年劳动供给正相关。如果一个到达提早退休年龄的劳

动者不选择领取养老金而是选择继续工作一年，他所获报酬要缴纳工薪税和所得税，同时还将损失

一年的养老金收入，但是他延迟退休领取的养老金收入会增加。如果保险精算是公平的，他工作时

所失去的收入和延迟领取养老金时所获得补偿收入（考虑到贴现因素）在 价 值 上 相 等，即 净 收 入 为

零，那么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在理论上就不存在替代效应，何时退休都一样。但在现实中，这两者往往

是不相等的，因此，养老金制度常常会产生替代效应，这种效应是对额外工作的惩罚（若净收入为负）

或奖励（若净收入为正）（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很多国家对老年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征收很高的税收（甚至高

到８０％以上），这些政策产生了负替代效应（用休闲替代劳动），刺激老年劳动者减少劳动提前退休

（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２）。Ｆｒｅｎｃｈ（２００５）在一项实验中对“收入测试”（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ｔｅｓｔ）废除所引起的劳

动供给变化进行了计算，结论是劳动者的终生工作年限增加了一年（从３２．６０年增加到３３．６２年）。

３．流动性效应。养老金收入是通过在职职工和企业缴税而筹措资金的。社会保障税的缴纳使

得劳动者可支配收入和储蓄减少，因此未来的养老金收入 对 当 前 的 储 蓄 具 有 挤 出 效 应。但 按 照 法

律，劳动者是不能依靠未来的养老金收入来借款消费的。即使精算是公平的，今天所缴的社会保障

税与明天所领的养老金收入相等，但储蓄的流动性高，可以随时支取；而养老金缺乏流动性，必须在

退休时才可以领取。这对于那些没有多少储蓄的劳动者来说造成了流动性约束，使他们不得不工作

更长的时间，直到有资格领取养老金。Ｆｒｅｎｃｈ（２００５）在流动性约束存在的条件下研究发现，养老金

制度的改革（如削减养老金额度、取消收入测试、增加退休年龄等）对劳动供给的影响都比没有流动

性约束条件下的要小。例如，在没有流动性约束下，收入测试的取消会使得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增加

到３３．４６年；而在有流动性约束下，将增加到３３．６２年。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流动性约束，劳动者就

可以依靠养老金来借款消费，平滑终生消费，从而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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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养老金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为三个方面，但实际上三种效应是相

互交织在一起的。这三种效应同时发生作用，很难在量上把各自的重要性分解出来（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因此，在研究养老金制度对老年劳动供给影响时，学者们虽然在理论分析时讨论替代效应和

收入效应各自的影响，但在实证分析时往往只是估计养老金制度及 其 改 革 对 老 年 劳 动 供 给 的 总 体

影响。

养老金制度影响老年劳动供给的政策工具比较多，如改变养老金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税、完善精

算、降低养老金慷慨度、改变养老金收入指数化、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调整和取消收入测试规则、改革

与养老金密切相关的失业保险、残疾保险、医疗保险、配偶补助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政策工具

都可以通过财务激励机制诱使老年劳动者推迟退休和增加劳动供给（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学术界

关于这些改革政策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都有所研究。但近２０多年来，在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制度

改革中，调整收入测试规则和提高退休年龄是运用最为普遍的改革措施，文献也最丰富，据此我们重

点梳理和归纳收入测试与法定退休年龄对老年劳动供给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收入测试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

１．收入测试的概念与实施情况。在英、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中，都包括收入

测试（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ｔｅｓｔ）。所谓收入测试是指，养老金领取者如果继续工作，则其劳动报酬一旦高于某个

门槛，所领取的养老金就会按照一个比例被扣减，直到被扣完为止。收入测试常常被当作一种税收

对待，尽管在以后领取养老金时有补偿（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Ｇｒｕｂｅｒ　＆ Ｏｒｓｚａｇ，２００３）。对不同年龄段

的养老金领受人设置不同的免税收入门槛（免税额）和比例（税率），可以通过改变门槛和调整税率两

种手段来影响老年劳动供给。收入测试有很长的历史，美国的收入测试在１９３９年就开始实施，政府

规定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如果继续工作，那么其收入超过 月 工 资１５美 元 时，他 就 不 能 领 取 养 老 金

（Ｆｒｉｅｇｂｅｒｇ，２０００）。显然，收入测试设置的初衷是要限制退休者继续 工 作，迫 使 老 年 人 退 出 劳 动 市

场。但１９５０年之后，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收入测试制度逐渐放松，门槛（免税额起点）不

断上调，税率也不断调整（Ｆｒｉｅｇ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Ｇｒｕｂｅｒ　＆ Ｏｒｓｚａｇ，２００３；Ｈａｉｄｅｒ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２００８）。美

国在２０００年取消了６５岁及以上退休人员的收入测试，但仍保留着６２～６４岁这个年龄段的收入测

试。在其他发达国家，有的没有实施收入测试（如意大利、新西兰），有的在实施收入测试之后又废除

了（如英国、加拿大），有的则在被废除之后又恢复了（如日本）。收入测试是对老年人工作的一种惩

罚，而且收入测试税非常高。例如，美国对６２～６４岁年龄段的收入测试税高达５０％，如果再加上工

薪税和所得税，退休后工作报酬的总税率高达８０％以上（Ｆｒｉｅｇ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Ｇｒｕｂｅｒ　＆Ｏｒｓｚａｇ，２００３）。

收入测试是否抑制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抑制程度有多大？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研究结

论有分歧（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其中认为收入测试对老年劳动供给影响较大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

２．理论阐释。在理论上，研究者常常运用预算约束图形描述收入测试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

（Ｆｒｉｅｇｂｅｒｇ，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Ｈａｉｄｅｒ　＆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２００８）。在 预 算 约 束 图 上，横 轴 代 表 休 闲（用 时 间 表

示），纵轴代表总收入，工资率为预算线斜率。使用预算线移动测度收入效应，预算线斜率变化测度

替代效应。当老年劳动者领取养老金时，如果没有收入测试，其总收入将会增加，预算线向右上方移

动，而斜率不变。如果存在收入测试，当超过一个门槛值时，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就要被征税，其实

际收入就小于初始工资（即原工资减去税率），其斜率变小，于是，预算线在门槛值处就会出现一个凸

状折弯（ｃｏｎｖｅｘ　ｋｉｎｋ），在该 点 上 决 定 工 作 更 多 还 是 更 少 时，会 面 临 着 一 个 不 同 的 边 际 工 资（Ｆｒｉｅｇ－
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Ｈａｉｄｅｒ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２００８）对处在预算约束上四个区段人群的不同反应进行了阐述，

所得出的结论是：取消收入测试会导致有些人增加劳动时间（因工资上升而产生替代效应），另一些

人减少劳动时间（因养老金收入增加导致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按相反方向发挥作用，对
劳动供给的影响究竟如何，在理论上是难以确定的（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１９９８）。于是，研究者开始求助于对现

有数据的经验分析（Ｇｒｕｂｅｒ　＆ Ｏｒｓｚａｇ，２００３），一 般 采 取 三 种 方 法：一 是 群 集 分 析（ｂｕｎｃｈ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即分析劳动 者 收 入 在 收 入 测 试 免 税 额（即 预 算 线 折 点）处 的 集 中 程 度；二 是 简 约 式（ｒｅｄｕｃ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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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计量模型分析，即直接就收入测试规则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三是构建结构性

劳动供给模型并对其变量参数进行估计，它可以用来模拟收入测试规则的改变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

响程度（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 Ｗｅｂｂ，２００９）。

３．经验分析。大多 数 早 期 的 经 验 研 究 得 出 的 结 论 是，收 入 测 试 对 老 年 劳 动 供 给 的 影 响 微 弱

（Ｂｕｒｔｌｅｓｓ　＆ Ｍｏｆｆｉｔｔ，１９８５；Ｈｏｎｉｇ　＆ Ｒｅｉｍｅｒｓ，１９８９；Ｌｅｏｎｅｓｉｏ，１９９０；Ｇｕｓｔｍａｎ　＆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

１９９１；Ｇｒｕｂｅｒ　＆Ｏｒｓｚａｇ，２００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理由是，高于门槛值收入的老年人口数目

很小且在下降，即使收入测试规则的变化对这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有影响，对总量劳动供给的影

响也是很小的。Ｇｒｕｂｅｒ　＆Ｏｒｓｚａｇ（２００３）研究指出，６５～６９岁年龄段的人 口 大 约 只 占 老 年 人 口 的

０．４％～０．７％，占老年劳动力的１．６％～２．９％。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劳动市场刚性。由于固定成本和

雇佣合同的约束，收入测试的取消不可能导致那些受到影响的老年人能够灵活地调整劳动时间，或

者重新回到劳动 市 场。因 此，取 消 收 入 测 试 也 不 会 促 使 劳 动 供 给 的 显 著 增 加。Ｇｒｕｂｅｒ　＆ Ｏｒｓｚａｇ
（２００３）实证分析发 现，收 入 测 试 对 男 性 劳 动 供 给 没 有 显 著 影 响，但 对 女 性 劳 动 供 给 有 一 些 影 响。

Ｏｈｔａｋｅ　＆Ｙａｍａｇａ（２００３）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发现，日本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５年的收入测试改革效果有限。

近２０年来，一些研究发现收入测试对老年劳动供给有显著的阻碍作用，放松或取消收入测试促

进了老年劳动供给的增加。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２０００）是较早对“收入测试对老年劳动供给影响微小”提出挑

战的学者，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收入测试对老年劳动供给有显著的影响，收入分布明显集中在收入

测试门槛之下，而且随着收入测试规则的修改，群集位置也跟着移动。结构模型估计显示，取消收入

测试可以显著增加６５岁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能使当前处在免税额之上的６５岁以上老年劳动者

工作时间增加５．３％。Ｈａｉｄｅｎ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２００８）比较了运用官方数据和自我报告的调查数据分析

出的不同的回归结果，发现运用自我报告调查数据所得出的结果存在较大的计量误差，导致了估计

结果偏低。他们用官方数据来估计收入测试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２０００年收入测试的废除对男

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尤为显著。

此外，还有研究考 察 了 收 入 测 试 对 不 同 阶 层、不 同 的 年 龄 组 劳 动 供 给 的 影 响。Ｓｏｎｇ　＆ Ｍａ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２００７）考察２０００年美国社会保险收入测试废除的影响发现，废除收入测试对低收入阶层的

收入影响微弱，但对高收入阶层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收入测试废除对总量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证据

不充分，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会增大。Ｈａｉｄｅｎ　＆Ｌｏｕｇｈｒａｎ（２００８）对美国１９８３年（对于７０～７１
岁）和２０００年（对于６５～６９岁）两次收入测试规则的废除进行比较发现，１９８３年的改革对目标年龄

组的劳动供给没有什么影响，但２０００年的改革对目标年龄组的就业和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取消收入

测试只对年龄较轻的老年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有影响。

针对其他国家的经验研究也表明，收入测试对老年劳动供给有显 著 影 响。Ｂａｋｅｒ　＆Ｂｅｎｊｉａｍｉｎ
（１９９９）考察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和其他地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相继取消收入测试对老年劳动供

给的影响发现，废除收入测试使得受影响的劳动者每年增加５～６周的工作时间，但对劳动参与率没

有影响。Ｄｉｓｎｅｙ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２）利用１９８９年英国收入测试取消后５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取消收入

测试后，老年男性的工作时间每周增加了约４小时，但对女性的影响较小。Ｓｈｉｍｉｚｕｔａｎｉ（２０１３）利用

日本政府编纂的大型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收入测试对６０～６４岁年龄组的劳动者继续就业有抑

制作用。Ｂｒｉｎ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考察了挪威２０１１年实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包括取消收入测试）对老年

劳动者收入和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取消收入测试对参加工会组织老年劳动者的就业有较大的正

面效应，其中６２～６５岁年龄段的登记就业增加了２６％。Ｈｅｒ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也对挪威养老金制度改

革的劳动供给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与Ｂｒｉｎ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同样的结论。不过，他们认为废除收入

测试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广延边际（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上。
（三）法定退休年龄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

１．法定退休年龄与退休决策的关系。在发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是法律规定领取养老金的最

低资格年龄，而不是强制退休的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可以自己决定何时领取养老金和

—７０１—

郑爱文 蒋选：老年劳动供给研究进展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何时退休。虽然选择权掌握在劳动者自己手中，但近几十年数据显示，多数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

时选择领取养老金，而且其中大多数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这表明法定退休年龄与老年劳动者养

老金的领取和退休决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Ｇｒｕｂｅｒ　＆ Ｗｉｓｅ（１９９７）通过考察１１个发达国家的证据发现，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与劳动力退

出率之间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例如，在德国，１９７２年之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６５岁，１９７２年立法通过

“提早退休年龄”是男６３岁、女６０岁。该项法律对适龄劳动者的退休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几年

后白领雇员的平均退休年龄降低了５．５年。在美国，１９６０年以前正常退休年龄是６５岁，１９６１年通

过立法设立了一个“提早退休年龄”，规定为６２岁，于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６２岁时的退休率持

续上升，到８０年代达到最高值。相应地，正常退休年龄上的退休率出现了下降。这一关系在其他发

达国家也表现出一致性。Ｇｒｕｂｅｒ　＆ Ｗｉｓｅ（１９９７）对这一关系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是较高的替

代率（即养老金收入占工资收入的比率）；二是优厚的失业保险和残疾保险；三是对养老金领取者劳

动报酬的高隐性税收，这些原因表明提前退休主要受到显著的经济利益驱动。但是近２０年来，发达

国家为了鼓励老年劳动者推迟退休，在政策上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把

每月养老金收入额度与其最初领取年龄相关联，使得晚领取养老金的人所获收入额比提早领取的人

要高得多。例如在美国，从６２岁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要比从６６岁开始领取的人每月少领２５％的养

老金收入；如果延迟到７０岁领取养老金，则他可比从６６岁领取的人多领３２％（Ｃｏｉｌｅ，２０１５）。考虑

到预期贴现率，这在精算上是公平的，晚领取养老金并没有损失。但是，即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在

“提早退休年龄”时开始领取养老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占这一年龄劳动者人数的比例在６２岁处出

现一个尖峰 值（ｓｐｉｋｅ），６５岁 处 出 现 第 二 个 尖 峰 值（Ｈｕ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Ｆｒｅｎｃｈ，２００５；Ｇｕｓｔｍａｎ　＆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８）。在美国退休年龄延长到６６岁之后，尖峰值也相应地移到６６岁处（Ｓｏｎｇ　＆ Ｍａ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２００７；Ｂｅｈａｇｈｅｌ　＆Ｂｌａｕ，２０１２）。

既然养老金收入在精算上是公平的，何时领取在经济上是无差异的，那么为何多数老年人还是

宁愿早领取而不是晚领取养老金？学者们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流动性约束观点认为，美国家庭

几乎没有什么流动资产，又不能依靠养老金来借款消费，所以在６２岁之前劳动者为了生计不得不继

续工作，到６２岁时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了，于是他们纷纷退出了劳动市场。Ｋａｈｎ（１９８８）研究退休史

的调查数据发现，那些资产水平较低的人在６２岁时退出率会更大。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１）更新了

Ｋａｈｎ（１９８８）的数据，显示了不同资产组的工作退出率（和就业率）存在差异。他们表明，那些拥有较

少资产的人在６２岁时退出率会更高。假设个人拥有零资产，Ｒｕｓｔ　＆Ｐｈｅｌａｎ（１９９７）使用动态规划模

型研究表明，流动性约束将导致６２岁退休人数出现一个显著的跃升。Ｆｒｅｎｃｈ（２００５）通过实验表明，

流动性约束下各种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导致的劳动供给都比无流 动 性 约 束 假 定 下 的 劳 动 供 给 高。

虽然学者通过调查数据发现，美国８０％的家庭在接近退休时是有资产的，因此认为流动性约束假定

不成立（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但是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５）研究指出，即使美国家庭在年老时

有资产，但那也大多数是很难变现的房产、汽车、企业等固定资产。在老年期预期收入下降阶段，这

些资产的融资成本很高，流动性约束假定仍然成立。为了解释流动性不足，他们在估算退休模型时

将住房从其财富计量中剔除，结果发现流动性限制对于理解美国老年劳动者６２岁时的高退出率是

非常重要的。

流动性限制很难解 释 为 何 正 常 退 休 年 龄 也 是 养 老 金 领 取 和 退 休 的 一 个 尖 峰 值（Ｂｅｈａｇｈｅｌ　＆
Ｂｌａｕ，２０１２），应该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老年劳动者的退休行为。例如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一般

工人在６５岁之前是由雇主为其购买医疗保险，６５岁开始由政府负担医疗保险。劳动者如果不到

６５岁就退休，会面临着巨大的医疗支出风险。因此，那些本想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不得不为雇主工

作到６５岁，否则就会失去医疗保险。Ｒｕｓｔ　＆Ｐｈｅｌａｎ（１９９７）从模拟分析中发现，那些在退休之后失

去医疗保险的人要比那些在退休 后 拥 有 退 休 医 疗 保 险 的 人 工 作 更 长 时 间，因 此，美 国 医 疗 保 险 制

度是解释６５岁处出现退休尖峰值的重要因素。Ｆｒｅｎｃｈ　＆Ｊｏｎｅｓ（２０１１）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对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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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将医疗保险与工作挂钩的人，在６５岁时的离职率比较高，而那些在退休 后 拥 有 退 休 保 险 的 人 往

往在６２岁时就离职了。但是Ｂｌａｕ　＆Ｇｉｌｌｅｓｋｅ（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则研究发现，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医 疗

保险在决定退休时间上是不重要的，因为经过规则修改，雇主可以给离开企业的工人购买最长３年

的医疗保险。

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５）从休闲时间偏好角度来解释老年劳动者在“提早退休年龄”时领

取养老金和退出劳动市场的行为决策。他们认为人们的时间偏好存在异质性，那些具有高时间偏好

的人集中在“提早退休年龄”退休，而那些具有低时间偏好的人集中在正常退休年龄上退休。而且，

时间偏好比较高的人储蓄比较少，他们在退休之前面临一个流动性约束，因此倾向于提前退休；相反

那些具有低时间偏好的人储蓄较多，流动性限制较少，因此倾向晚退休。

２．法定退休年龄的改变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从理论上看，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可以通过财

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的共同作用增加老年劳动供给。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养老金收入的减少，

通过财富效应，有利于 劳 动 供 给 的 增 加；其 也 使 得 预 算 约 束 更 紧，通 过 流 动 性 效 应，有 增 加 就 业 的

效果。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大多数国家延迟退休的法律还没有开始实施，研究主要使用模拟方法

来考察提高法定退休 年 龄 是 否 会 促 进 老 年 人 就 业，得 出 的 结 论 大 都 是 促 进 作 用 很 大（Ｇｕｓｔｍａｎ　＆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１９８５；Ｒｕｓｔ　＆ Ｐｈｅｌａｎ，１９９７；Ｃｏｉｌｅ　＆ Ｇｒｕｂｅｒ，２００１；Ｇｕｓｔｍａｎ　＆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５；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ｍｍ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７）。例如，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５）发现把“提早退休年龄”从６２岁

提高到６４岁将会导致５％的老年人口延迟退休。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ｍｍ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７）假设英国的固定收

益养老金计划对正常退休年龄的提高有反应，那么把男性和女性法定退休年龄提高３年，会使得劳

动者退休年龄延长０．４～１．８年。

进入２１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延长或计划延长正常退休年龄。如美国在２００３年开始

延长正常退休年龄，从１９３８年出生的人开始，每年退休时间增加２个月，直到２００９年，正常退休年

龄从６５岁提高到６６岁。Ｍａｓｔｒｏｂｕｏｎｉ（２００９）对美国提高正常退休年龄的劳动供给效应进行研究发

现，正常退休年龄每年延长２个月意味着个人领取的养老金每年减少约１％。其回归结果表明，受影

响的老年劳动者退休年龄每年增加了一个月，美国受影响的老年劳动者对正常退休年龄的提高具有

强烈的反应。Ｓｔａｕｂｌｉ　＆Ｚｗｅｉｍｕｌｌｅｒ（２０１３）使用政府数据来考察奥地利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两次公共

养老金制度改革，其把男性“提早退休年龄”从６０岁提高到６２岁，女性“提早退休年龄”从５５岁提高

到５８．２５岁。研究结果发现，“提早 退 休 年 龄”每 增 加 一 年，将 导 致 男 性 的 就 业 率 提 高９．７５个 百 分

点，女性的就业率提高１１个百分点。Ａｔａｌａｙ　＆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５）考察了澳大利亚女性领取养老金最早

年龄的改变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在领取养老金资格年龄增加１年的情况下，女性劳动供给增

加了１２～１９个百分点。

还有一些学者评估了提高正常退休年龄对特定老年人群就业的影响。Ｐｉｎｇｌｅ（２００６）和 Ｍａｓｔｒｏ－
ｂｕｏｎｉ（２００９）评估了提高美国正常退休年龄对１９３８年以后出生者的影响。他们利用双重差分法对

比分析不受影响的人和首次受到影响的人发现，６０岁到６４岁劳动者的就业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

Ｓｔａｕｂｌｉ　＆Ｚｗｅｉｍｕｌｌｅｒ（２０１３）对各类劳动者进行分组分析发现，“提早退休年龄”增加对高工资和健

康劳动者的就业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对低工资和健康状况差的劳动者就业促进作用很小，因为

他们可以通过申请残疾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渠道实现提早退休。

三、家庭与老年劳动供给

老年劳动力是否退出劳动力市场不仅要考虑本人的健康、养老金等因素，还要考虑配偶的退休

决策。夫妻的工作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丈夫的退休决策会影响妻子的退休决策；反之妻子的退休决

策也会影响丈夫的退休决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就业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对配偶中一方的劳

动供给和退休的影响，还要考虑配偶中另一方会做出的行为反应，即政策的溢出效应，否则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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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目标。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术界就将家庭置于退休和劳动供给模

型中进行了分析。
（一）夫妻共同退休的证据与重要性

最早发现夫妻共同退休证据的是 Ｈｕｒｄ（１９９０）。随着老龄化数据日益丰富和完善，发现夫妻共

同退休的证据也越来越多。例如，Ｂｌａｕ（１９９８）利用美国退休史的调查数据（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ｒ－
ｖｅｙ）研究发现，样本中有１１．４％～１５．７％的夫妇是在同一个季度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有３０％～４０％
的夫妇是在同一 年 退 出 的。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０）使 用 全 国 成 年 女 性 跟 踪 调 查 数 据（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Ｗｏｍｅｎ）研究发现，虽然丈夫一般比妻子年龄要大，但夫妻集

中在同一年退休的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夫妻同年退休的比例远高于夫妻同年出生的比例。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４）运用健康与退休研究（ＨＲＳ）中提供的数据研究发现，样本中有４７％的夫妇是在

前后两年之内退出劳动市场的。Ｂａｎｋ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使用英国老龄化跟踪研究（ＥＬＳＡ）和美国健康与

退休研究（ＨＲＳ）两个大型数据库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的两轮调查数据，对夫妻共同退休的事实进行了

更为详细的对比分析发现，夫妻共同退休在美国和英国没有显著区别。Ｈｏｓｐｉｄｏ　＆Ｚａｍａｒｒｏ（２０１４）
使用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调查（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数据进行

比较分析发现，就夫妻年龄而言，夫妻日历年龄差在１～３岁之间所占的比例最高，平均年龄差为２．２
岁。但是在夫妻退休的时间上，夫妻在同一年退休（退休时间差为零年）占全部退休夫妻样本的比例

却是最高的。
夫妻共同退休或同时退休现象的广泛存在已经被许多学者的统计研究所证实。由于这个事实

的存在，针对配偶一方的劳动供给和退休模型分析不能捕捉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政策变化对老年

劳动供给的真实影响程度（Ｃａｓａｎｏｖａ，２０１０）。如果忽视共同退休，政府将会高估养老金制度改革（比
如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刺激作用（Ｈｏｓｐｉｄｏ　＆Ｚａｍａｒｒｏ，２０１４）。Ｃｏｉｌｅ（２００３）的估计

结果显示，忽视对配偶行为的溢出效应将会使得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总体影响低估１３％～２０％。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 夫 妻 共 同 退 休 的 呢？而 且 每 种 因 素 的 影 响 有 多 大？这 是 学 术 界 研 究 的

重点。从相关研究文献（Ｃａｓａｎｏｖａ，２０１０）梳 理 中 发 现，有 工 作 的 配 偶 对 其 另 一 半 到 达 退 休 年 龄 的

反应主要受两个因 素 的 影 响，或 者 说 是 由 两 个 机 制 支 配：家 庭 预 算 约 束 和 夫 妻 共 享 休 闲 时 光 的

偏好。①

（二）家庭预算约束对夫妻退休决策的影响

配偶退休或就业与家庭收入和财富约束有关。因为一般家庭的收入和财产都是共享的，如果接

近退休的夫妻中有一方因外部冲击（如意外事故导致身体残疾而丧失工作能力）而使家庭收入减少，
原本打算退休的另一方则可能为了弥补家庭收入的减少而决定推迟退休（Ｃａｓａｎｏｖａ，２０１０）。美国

的老年社会保障金配偶补助金制度规定，对于具有较低终生收入的配偶（通常是妻子），一旦夫妻都

退休了，妻子有资格领取自己的养老金加上丈夫养老金的一半，如果丈夫不退休，她就只能领取自己

的养老金。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给夫妻共同退休提供了激励，因为如果配偶退休，本人也退休，那么

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补助。于是，若夫妻中一方有继续工作的动机，另一方退休的经济激励倾向

就会减弱；而如果一方选择离开工作，另一方退 出 劳 动 市 场 的 意 愿 也 会 增 大（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Ｃａｓａｎｏｖａ，２０１０）。
估计家庭预算约束对夫妻共同退休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需要构建适当的家庭决策模型。有

些学者研究了健康保险（即医疗保险）对夫妻退休的影响。Ｂｌａｕ　＆ Ｇｉｌｌｅｓｋｉｅ（２００６）认为健康保险是

家庭事务，因此构建了一个包括已婚夫妇联合就业的决策模型，并利用 ＨＲＳ四轮调查数据所做的回

归分析表明，健康保险对老年已婚夫妇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参数估计显示，具有降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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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有文献提出第 三 个 机 制，即 未 被 观 察 到 的 夫 妻 兴 趣 爱 好 的 相 关 性（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但 是Ｃａｓａｎｏｖａ
（２０１０）指出，这一机制在夫妻共同退休决策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她评 论 说，这 种 相 关 性 只 是 在 夫 妻 同 岁 的 情 况

下才会增加夫妻共同退休倾向。在夫妻年龄不同岁的情况下，爱好的相关性不一定增加夫妻共同退休倾向。



险性质的健康保险大约能够解释已婚男性退休健康保险与就业之间关系的一半，但对于已婚女性只

能解释这种关系的１／１０。Ｋａｐｕｒ　＆Ｒｏｇ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７）利用美国ＨＲＳ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间的数据考察

了拥有雇主提供的退休健康保险是否影响双职工夫妻同时退休的问题，并运用ｌｏｇｉｃ多项式退休模

型估计了丈夫先退休、妻 子 先 退 休、夫 妻 都 未 退 休 分 别 相 对 于 夫 妻 同 时 退 休 基 线 的 相 对 风 险 比 例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ｒａｔｉｏ）。研究结果表明，丈夫拥有退休健康保险对共同退休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妻子拥

有退休健康保险能够增加共同退休的概率。建立在模型估计值基础上的预测概率显示，如果妻子拥

有退休健康保险，其与丈夫共同退休的倾向将比其只拥有雇主提供的在岗健康保险但没有退休健康

保险的情况高出３．４个百分点。之所以退休健康保险对妻子影响更大，是因为妻子一般比丈夫年轻

几岁，因此妻子的退休健康保险在夫妻共同退休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Ｋｌａａｕｗ　＆ Ｗｏｌｐｉｎ（２００８）构建了一个退休和储蓄决策的动态模型，并利用 ＨＲＳ的低收入家庭

子样本估计了社会保障规则的变化对低收入家庭劳动供给、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其中单身者的反应

大于已婚者的反应，已婚男性的反应大于已婚女性的反应。Ｋｎａｐｐ（２０１３）讨论美国社会保障中配偶

和幸存者补助金对夫妻工作和退休的影响时发现，丈夫和妻子对幸 存 者 补 助 金 的 劳 动 供 给 反 应 强

烈，但对配偶补助金的反应不太敏感。

还有学者从财产继承视角研究了夫妻劳动供给和退休行为。Ｂｌａｕ　＆Ｇｏｏｄ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８）把遗产获

取作为一个外生的财富冲击变量，通过分析遗产对夫妻各方劳动供给和退休的不同作用发现，获得

遗产继承的一方劳动力参与率减少了４个百分点，但是对遗产获得者配偶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有

限的。
（三）休闲互补性对夫妻共同退休的影响

夫妻共同退休还与夫妻一起享受生活的偏好密切相关（Ｃａｓｏｖａｎａ，２０１０；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夫妻从一方退休中获得的快乐如果没有从双方都退休中获得的快乐多，一方退休决策将会影响另一

方的退休决策。换句话说，如果夫妻双方有共同享受退休后休闲时光的强烈偏好，那么，一方的退休

也会诱致另一方退休。越来越多的学者用休闲互补性来解释夫妻共同退休现象。

Ｇｕｓｔｍａｎ　＆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对 夫 妻 休 闲 互 补 性 进 行 了 较 早 且 持 续 性 的 研 究。

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０）通 过 构 建 一 个 结 构 退 休 模 型 研 究 发 现，夫 妻 同 时 退 休 的 概 率 达 到

１１％，而促使同时退休的主要因素是偏好而不是预算。并且，妻子的退休决策受丈夫影响不大，而丈

夫的退休决策更容易受妻子的影响。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４）进一步发现，配偶们受对方退休

的影响，与他或她认为与对方共度时光的价值有密切的关系。妻子只有重视与丈夫共度时光的价值

才会对同时退休的选择有影响；而丈夫即使不是很重视这种共度时光的价值，也会受妻子退休选择

的影响。当丈夫重视这种休闲互补效应时，妻子退休对其影响的效果会增加一倍。此后，Ｇｕｓｔｍａｎ
＆Ｓｔｅｉｎｍｅｉｅｒ（２００９）建立了一体化退休模型，将退休所涉及的各种性质都综合到一个单一框架中进

行分析。该综合模型允许夫妻任何一方退休或不退休，从全职工作过渡到部分退休，再过渡到完全

退休。该模型详细解释了配偶决策的相互依存性影响，同时又解释了家庭层次上的储蓄行为；还考

虑到外部冲击对市场机会、健康、资产收益的影响等。

Ｃａｓａｎｏｖａ（２０１０）运用结构动态模型考察了即将退休夫妇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问题。该模型假定

夫妻双方的偏好由各自的效用函数来表示，而对于消费与休闲之间的替代性，并不要求夫妻双方相

同。同时，模型还假定配偶双方的效用取决于配偶 的 劳 动 参 与 状 况，以 解 释 配 偶 间 休 闲 的 互 补 性。

作者使用美国的 ＨＲＳ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夫妻关于退休决策的休闲互补能解释观察到的共

同退休家庭的８％，另外１３％可由配偶的社会保障福利来解释。可见，共同退休的激励机制在个人

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Ｍｉｃｈａｕｄ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２０１１）提出了休闲互补性的集体劳动供给模型，发现配偶休闲时间的边

际效应对丈夫和妻子的偏好都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证明休闲活动的互补性非常重要。Ｍｉｃｈａｕ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８）采用陈述性偏好（ｓｔａｔ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方法来估 计 具 有 相 互 依 赖 偏 好 的 夫 妻 共 同 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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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和退休的结构性集体选择模型。受访者被要求在几种假设的退 休 路 径 中 做 出 选 择：只 考 虑 自

己的偏好；只考虑配偶的偏好；考虑家庭最有可能的决策。模拟结构表 明，未 观 察 到 的 异 质 性 在 决

定共同退休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它解释了近３０％，而被观察的休闲异质性和互补性分别解释了

５％和１３％。

四、总结与评论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养老金负担的加重，延迟退休年龄、提高老

年人劳动参与率已势在必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老年人的劳动供给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日益成为西

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相继进行了多轮改革。

这些改革的依据是什么？改革的效果如何？对这些 问 题 需 要 进 行 系 统 的、多 因 素 的 规 范 分 析 和 评

价。健康、老龄化、社会保障福利等大型调查数据库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以及计算技术的不断进步，

为学术界对老年人就业或退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老年劳动供给研究具有以下

主要特点。

１．重视事实证据的描述。事实证据是引导退休和老年劳动供给研究的指南，这同该领域有详

尽的调查数据可以利用有关。该领域的研究者通常是首先根据相关数据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

行统计分析和图表描述，找出变量之间相关性的证据，然后通过构建各种模型对其相关性背后的机

制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养老金为例，研究者从相关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发现，二战以来老年劳动

参与率的下降及上升与养老金慷慨度的提高及降低存在着高度相关性，退休年龄尖峰值（ｓｐｉｋｅ）的变

化与法定退休年龄的变化也存在高度相关性。关于健康与家庭因素的研究也遵循相同的研究思路，

研究者先是描述健康状况与老年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寻找配偶共同退休的证据，然后对健康状况

和家庭如何影响老年劳动供给的原因和途径以及数量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由于重视实证研

究，学者们发展了许多测度方法，如健康测度法、收入测试中的群集方法，退休年龄中的尖峰值方法，

夫妻共同退休中的年龄比对法等。

２．强调机制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只是一种现象，通过现象看本质还必须对各个变量

之间的影响机制和路径进行分 析。就 健 康 因 素 而 言，学 者 们 提 出 并 且 论 证 了 多 个 机 制，这 些 机 制

包括效用与时间禀赋、生产率、预期寿命、残疾保险、医疗支出与医疗保险等，并 对 这 些 机 制 影 响 老

年劳动供给的方向和程度进行 了 实 证 分 析。财 务 激 励 是 养 老 金 影 响 退 休 和 老 年 劳 动 供 给 的 主 要

机制。相关研究的创新之处是把 财 务 激 励 区 分 为 替 代 效 应、财 富 效 应 和 流 动 性 效 应，并 在 理 论 解

释和经验分析上考察收入测试和 法 定 退 休 年 龄 等 政 策 变 量 是 如 何 通 过 这 些 效 应 影 响 老 年 劳 动 供

给的。在家庭因素机制分析中，学者们重点探索了预算约束和休闲互 补 性 是 如 何 影 响 老 年 劳 动 供

给的。

３．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在不少研究老年劳动供给的文献中，特别是在养老金因素研究文献中，

通常是分别利用群集分析、简约模型和结构模型方法或者同时利用其中两种方法。群集分析的优点

是它的简明性，可用图形清楚地直接观察到结果，而无须进行推理，但缺点是它无法考虑老年劳动者

对其他变量变化的反应情况。简约模型可直接估计某个或几个因素（如健康、收入测试或夫妻共同

退休等）对老年劳动供给的影响，而不需要给出特定的效用函数，不受一些变量参数假定的影响。但

其缺陷是无法根据估计结果推出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劳动供给结构模型的标准分析是设定一

个带有贴现率和风险规避的特定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方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结构模型已越

来越流行，这主要得益于计算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模型可 以 容 纳 更 多 的 变 量，考 虑 更 多 的 复 杂 因

素，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健康的不确定性、预期寿命的不确定性等。其优点是能够通过参数估计值模

拟政策变化的效应，但结构模型也有其缺点，如它并未能够很好地考虑各种异质性问题。鉴于各种

方法都有优缺点，研究者常常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将各种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如果结果比较

接近，那么就证明所得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２１１—



影响老年劳动供给的因素很多，但健康（包括残疾保险和医疗保险）、养老金（社会保障制度）和

家庭（夫妻共同退休）是学术界研究最多的因素。当然，对每个因素单独进行分析只是为了阐明其影

响机理和强调政策改革的重点，由于各种影响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国外学者通常是通过构建模型来

估计各个因素对老年劳动供给的相对重要性。但是，各种因素又不是相互独立的，仅仅估计各种因

素对老年劳动供给的相对贡献仍然不够，还必须考虑各种因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影响老年

劳动供给。最近已有文献试图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Ｃａｎｄｏｎ（２０１９）考察了健康冲击

和养老金领取资格的联合影响，把周工作时间设为健康冲击、养老金资格以及他们相互作用的函数，
发现这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导致老年男性的周劳动时间减少了３～４个小时，同时考察两个因素所

得出的结论与单独考察一个因素所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同。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关于老年劳动供给的研究文献都假定劳动供给是个体自主的选择行为。这

主要与发达国家的退休制度有关。在发达国家，强制性退休在几十年前就被认为是非法的（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文献中所论述的法定退休年龄只是规定一个领取养老金的最低资格年龄，既不强制老

年劳动者到达退休年龄时必须领取养老金，也不强制他们离开工作单位和退出劳动市场。在这种制

度下，个人是否领取养老金、是否退休就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和能力。
我国学术界对老年人就业问题尤其是老年劳动 供 给 问 题 的 研 究 还 比 较 薄 弱，研 究 方 法 比 较 简

单，尤其是机制分析和理论模型分析更显不足。这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强制性法定退休年龄有关，而

且这种强制退休年龄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变化。在这种退休制度下，老年人对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和工

作与否没有选择权，从而研究老年劳动供给就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我国老龄化问题已经越来越突

出，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２０１８年６５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１０．９２％，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老龄化将使得我国劳动供给从剩余逐渐变为短缺，更为重要的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福利支出的

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就业已成大势所趋，强制退休的法律规

定应该改变，养老金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过去那些对老年人就业设置的诸多限制性制度和政

策亟须取消。我国学术界对老年劳动供给的研究将会成为一个热点课题，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

概括将有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从而为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和老年人就业制度的完善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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